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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

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

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

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

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

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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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
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
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
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
模型。本文的出发点是：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影
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
的微观求职过程，用求职者入职时的结构特征指标来解释其结果的差
异性，从而增加实证结果的说服力；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建构
了体制分割下求职过程的地位获得模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
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
视角不同，因而两者关注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
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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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造成经济收入差异的
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
结构与社会文化之外，可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是一种纯粹个体主
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
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
原则，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多寡成为是否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
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则
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
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
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
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
得。另外，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经济学偏重
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则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

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
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
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本文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
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机制是否相同，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

二、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

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３）基于对二战后德、日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
考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一年后，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４）从微观角
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
自于求职者人力资本的多寡，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其边际
产值。当一个求职者拥有越高的人力资本，他就拥有越高的生产能力，
相对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和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
的收入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主要
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指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
能力和潜能就越高；二是工作经验，指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
验越长，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相应技能和知识就越高；三
是在职培训，尤其存在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如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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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
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３）
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
学校教育则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
（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４）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
力的外在信号，并不能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
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从中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
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
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等，２００８：２７）。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
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数量而得到的未来
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４）证明了均衡教育回报
率的存在；明瑟（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
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等三个模
型。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

７％。但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被低估，因
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
长，则必然导致其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在
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１０．７％；在扩
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１２．５％。

１．工作经验的计算方法：假定劳动者是６岁起开始接受正式教育，６年为接受教育前的年龄。

本文采用明瑟（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的三个实证模型来测算中国城市居
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的因变
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中的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指
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

＝年龄－受教育年限－６年１；因变量为入职收入，即进入当前工作时
的收入。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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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带来了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早已
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
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改革开放以
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１，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

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
的物价指数，以１９７８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１００，则１９７９年的物
价指数＝（１９７９年物价水平÷１９７８年物价水平）×１００。根据各城市统计
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笔者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即实
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该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
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１所示。

１．参见：《长春市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济南市统计年鉴》、《兰州市统计年鉴》、《上
海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厦门市统计年鉴》和《西安市统计年鉴》。

表１：人力资本模型的变量描述统计　（Ｎ＝５　６７２）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对数 ４．８４４　 １．３２５　 ０．６９３　 ９．３９３
教育年限 １２．６１１　 ３．２３５　 ３　 １９
工作经验 ８．４７０　 ９．１７０　 ０　 ５８

　　表２的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
率为１５．８％，由于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呈负相关，使得标准模型中的
教育回报率为２１．３％，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

１２．５％。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
他学者的估计结果（李春玲，２００３ａ；刘精明，２００６）。

表２：求职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模型　（Ｎ＝５　６７２）

基准模型 标准模型 扩展模型

教育年限 ０．１５８＊＊＊ ０．２１３＊＊＊ ０．１２５＊＊

工作经验 ０．０６７０＊＊＊ ０．１７５＊＊＊

工作经验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教育年限平方 ０．００６＊＊＊

教育年限＊工作经验 －０．００６＊＊＊

截距项 ２．８４８＊＊＊ １．７１０＊＊＊ １．６１１＊＊＊

拟合优度 ０．１４９　 ０．２２４　 ０．２５３
ＢＩＣ值 １８　３９０．４　 １７　８８３．４　 １７　６８４．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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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

（一）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又将两

者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
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
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
的“地位获得模型”（ｓｔａｔｕ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注重比较导致社会地位
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１作为因
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赋性因素，以本人
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变量的因果
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和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因素
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因素的影响强度较高。

１．邓肯（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１）设计了测算方法来估计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即在职业声望测量获得
的有限的职业声望得分的基础上，加上了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回归方程，计
算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随后通过回归方程估计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称
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即ＳＥＩ）。

后继学者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
介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

（Ｓｗｅｌｌ，ｅｔ　ａｌ．，１９６９）；为了说明当时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
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
在模型中剔去了初职变量，增加本人幼年和成年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
量，以及收入变量（Ｊｅｎｃｋｓ，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
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工业化因素对地
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
人特质的影响，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对社
会地位的影响（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７０），如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加入了文化
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
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的再生产功能。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属林南和边

燕杰（Ｌｉｎ　＆Ｂｉａｎ，１９９１）的“单位地位模型”，该模型改造了地位获得模
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

·３４·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
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１９９３；李汉林、李路
路，１９９９）。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
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
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
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Ｌｉｎ　＆Ｂｉａｎ，

１９９１）。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
型中加入政治身份，即党员身份的测量。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
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变量，建
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见，地位获得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

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二是在实证方面，

不太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
构性因素的影响。

（二）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

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
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
位更多受其所在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因
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
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
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差异性。

１．使用单位声望作为中国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改进测量，参见：Ｎａｎ　Ｌｉｎ　＆Ｙａｎｊｉｅ　Ｂｉａｎ
（１９９１）。文中论证了中国社会单位制的深入影响，以及单位声望较职业声望更符合中国社会
个体社会地位测量的代表性。他们发现，较之职业地位的差异，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
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的占有主要通过所在单位
完成，即为“单位地位模型”。另外，使用劳动者入职时所进入工作单位的单位性质对入职声
望进行赋值。

在变量测量上，用入职时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１。在自
变量中，除个人教育水平外，增加个人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
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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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另外，选取了工作单位性质、

婚姻状况、入职年龄段、性别、职业流动状况、入职年代和地区等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并纳入模型中，各项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地位获得模型的变量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入职单位声望 ６　４１０　 ４７．６５９　 １７．２０５　 ２４　 ８６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１） ６　６１８　 ０．０９９　 ０．２９９　 ０　 １
工作经验 ５　９００　 ８．６２３　 ９．２４６　 ０　 ５８
父亲教育年限 ５　５９０　 ８．７４６　 ４．１０２　 ３　 １９
父亲单位声望 ４　５１８　 ４７．８３５　 １８．２０９　 ２４　 ８６
单位性质（体制内＝１） ６　４１０　 ０．６７７　 ０．４６８　 ０　 １
职业流动（流动过＝１） ６　６０５　 ０．４４２　 ０．４９７　 ０　 １
性别（男性＝１） ６　６１７　 ０．４６１　 ０．４９９　 ０　 １
婚姻状况（已婚＝１） ６　６１３　 ０．８３２　 ０．３７３　 ０　 １
入职年龄段

　１８－２９　 ４　４２６　 ６９．４９
　３０－４５　 １　６４３　 ２５．８０
　４６－６９　 ３００　 ４．７１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５９２　 ８．９５
　本地非农户口 ５　４４２　 ８２．２４
　外地非农户口 ５８３　 ８．８１
入职年代

　１９５６－１９７９　 １　６２７　 ２４．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２　 １　４４６　 ２２．１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９６１　 １４．７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２　５０１　 ３８．２７
地区

　长春 ６４３　 ９．７２
　广州 ９６６　 １４．６０
　济南 ６５７　 ９．９３
　兰州 ９１９　 １３．８９
　上海 ９０６　 １３．６９
　天津 ９５７　 １４．４６
　厦门 ６６２　 １０．００
　西安 ９０８　 １３．７２

　　从表４的结果可见，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
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６．６％，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
相比，几乎下降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

刘精明，２０００；李春玲，２００３ｂ）。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
率存在显著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其次，个人先赋性因素与自
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
明显差异性。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
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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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求职过程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地位模型
（入职单位声望）

经济地位模型
（入职收入）

教育程度 １．５９６＊＊＊ ０．０６６＊＊＊
政治面貌（参照项：非党员） ４．５１１＊＊＊ ０．２３０＊＊＊
工作经验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７
父亲教育程度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７＊＊＊
父亲单位声望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
单位性质（参照项：体制外） １０．１９＊＊＊ －０．２６４＊＊＊
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０．３８９　 ０．３５９＊＊＊
性别（参照项：女） －１．１２９＊ ０．１１９＊＊＊
年龄（参照项：１８－２９）
　３０－４５ －１．１４３ －０．１１２
　４６以上 －３．８５７ －０．５１９＊＊＊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２．２２２＊＊ ０．０１０
户口状况（参照项：农业户口）
　本地非农户口 ２．３７８　 ０．０３５
　外地非农户口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８
入职年代（参照项：１９５６－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２　 ０．７９０　 ０．３４０＊＊＊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４．４２２＊＊＊ １．１９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４．７２５＊＊＊ １．７７１＊＊＊
地区（参照项：上海）
　长春 －２．１６９＊ －０．４４６＊＊＊

　广州 ０．５００ －０．２６５＊＊＊

　济南 －２．３５１＊ －０．５５９＊＊＊

　兰州 －１．４５８ －０．４８７＊＊＊

　天津 －１．８０１＊ －０．２３１＊＊＊

　厦门 ２．２２７　 ０．２５３＊＊＊

　西安 －４．７５０＊＊＊ －０．５６８＊＊＊
截距项 ７．９８６＊＊＊ ３．０６７＊＊＊
样本量 ３　８１７　 ３　７０３
拟合优度 ０．２０１　 ０．６２９
注：１．社会地位获得模型采用ＯＬＳ估计，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对收
入取对数后进行ＯＬＳ估计。

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影响，但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表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
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社会地位高往往与
父亲单位的性质紧密联系，这种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和
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
和政治资本均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
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其社会地位，即进入体制内部门
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
育水平和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较高
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曾经的职业流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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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社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
过工作的人的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要高，而在职业地位上两者没
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
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

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本人教育程度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
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
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１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
位上升大约１．６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１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

０．１６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１年，获得职业的收入
上升６．６％，父亲教育程度增加１年，收入上升大约１．７％。可见，相比
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了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的收

入普遍高于女性的收入，而男性的单位声望却普遍低于女性的单位声
望；相对于年轻者，年龄大的求职者进入工作时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
而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社会地位较高。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

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却不尽人意。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经
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的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Ｗａｌｌａｃｅ
＆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ｒ，１９８１）。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是从个体角
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
市场结构分割因素。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
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
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
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分割的原因是由
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引发的
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
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
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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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于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分
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Ｋａｌｌｅｂｕｒｇ（１９８１）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

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社会学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
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它
极大地制约着微观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
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ｕａｌｉｓｍ），企业
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
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的压力，劳
动力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机会差异
非常大，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
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视角不是
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
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
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
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二）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社会

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
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
分割或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由于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
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等的制度
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
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并形
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
济回报和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
分割的封闭程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
的过程与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和社会地
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实质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

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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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２００６）；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
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

２００６）；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２００７）。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
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
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
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
展到全社会（边燕杰等，２００６）。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
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
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

（三）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本研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来分析体制分割。从横向看，劳动

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１９９２年之
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和１９９３年之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的
性质和入职时间，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
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和差异性。
在表５经济地位获得模型的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

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１．４％），在体制外无影响；父亲社会
地位在体制内外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
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６．３％与６．４％，内外持平。政治面貌
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
响较弱或无影响，这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
份，两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体制
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社会地位和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
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
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
影响作用的几乎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
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社会地位
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即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比较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可以发现，在先赋性因素中，

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
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表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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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
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
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

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
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
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依然存在。

表５：横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的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地位模型（入职单位声望）

体制内 体制外

经济地位模型（入职收入）

体制内 体制外

教育程度 １．８７４＊＊＊ ０．８４２＊＊＊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６４０＊＊＊
政治面貌（参照项：非党员） ４．５１７＊＊＊ １．３７３　 ０．２１０＊＊＊ ０．２３６＊＊
工作经验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父亲教育程度 ０．１４２　 ０．１９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父亲单位声望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０．６３６ －２．９８６＊＊＊ ０．３４５＊＊＊ ０．３７２＊＊＊
性别（参照项：女） －１．７３９＊＊ ０．５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８６＊＊＊
年龄（参照项：１８－２９）
　３０－４５ －１．２９５ －０．８３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８
　４６以上 －３．０８１ －３．２９０ －０．６４３＊＊＊ －０．２２０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５．１０４＊＊＊ １．２９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４＊
户口状况（参照项：农业户口）
　本地非农户口 ４．２８２　 ２．６４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３
　外地非农户口 ２．１７２　 １．０３３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３
入职时代（参照项：１９５６－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２ －０．４８２　 １．２３０　 ０．３０５＊＊＊ ０．７０８＊＊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１．９７７　 ２．５８４　 １．１１５＊＊＊ １．２６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５．０７３＊＊＊ ０．８７９　 １．８３７＊＊＊ １．６８１＊＊＊
地区（参照项：上海）
　长春 １．９０１ －１０．９３＊＊＊ －０．３８０＊＊＊ －０．５７８＊＊＊
　广州 ２．８０９＊ －４．１５５＊＊＊ －０．１１０ －０．５３９＊＊＊
　济南 －０．１８９ －７．２１０＊＊＊ －０．３９０＊＊＊ －０．９６２＊＊＊
　兰州 １．０４７ －７．７１２＊＊＊ －０．３７３＊＊＊ －０．７２４＊＊＊
　天津 －１．２２９ －１．７７８ －０．１７９＊＊ －０．３０５＊＊＊
　厦门 ５．７９２＊＊＊ －４．１９２＊＊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８＊
　西安 －２．８２７＊ －８．８６８＊＊＊ －０．４５６＊＊＊ －０．７９０＊＊＊
截距项 ６．５１９　 ３３．１２＊＊＊ ２．８１１＊＊＊ ３．２７５＊＊＊
样本量 ２　５６４　 １　２５３　 ２　５２５　 １　１７８
拟合优度 ０．２１５　 ０．１５６　 ０．５７０　 ０．３７４
注：１．社会地位获得模型采用ＯＬＳ估计，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对收入取对数
后进行ＯＬＳ估计。

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市场化程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加入不同城市作为控制变
量旨在控制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先后差异。同时，我们
使用改革前和改革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来展现不同市场化
程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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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纵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地位模型（入职单位声望）

再分配主导 市场主导

经济地位模型（入职收入）

再分配主导 市场主导

教育程度 １．９６２＊＊＊ １．１５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２＊＊＊

政治面貌（参照项：非党员） ０．５３７　 ６．２８３＊＊＊ －０．１０６　 ０．２５３＊＊＊

工作经验 ０．１１４　 ０．１９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父亲教育程度 ０．０９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父亲单位声望 ０．１８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单位性质（参照项：体制外） ４．０８９＊ １１．０４０＊＊＊ －０．７６７＊＊＊ －０．３１７＊＊＊

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１．２１９ －１．５４１　 ０．４８８＊＊＊ ０．３４９＊＊＊

性别（参照项：女） －０．６８５ －１．４７０＊ ０．０７１　 ０．１７２＊＊＊

年龄（参照项：１８－２９）

　３０－４５　 １．１９１ －２．１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１４５

　４６以上 －０．７９６ －５．２３８　 ０．２０８ －０．４１５＊＊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１．２６３　 ２．３５６＊＊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９＊＊

户口状况（参照项：农业户口）

　本地非农户口 １．０６２　 ３．１１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１

　外地非农户口 ３．３８０　 ０．４１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８
地区（参照项：上海）

　长春 １．２３６ －５．７１１＊＊＊ －０．２８３＊＊＊ －０．５２８＊＊＊

　广州 １．７６２ －０．５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４８１＊＊＊

　济南 －２．４４２ －２．９４６＊ －０．２８５＊＊＊ －０．７４６＊＊＊

　兰州 －０．３２０ －２．９９４＊ －０．１４７ －０．６６３＊＊＊

　天津 －１．９９９ －０．９０６ －０．０９１ －０．２６４＊＊＊

　厦门 ６．００１＊ ０．３５４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３

　西安 －３．０１５＊ －６．３２３＊＊＊ －０．２７２＊＊＊ －０．７６７＊＊＊

截距项 ７．７９７　 ２２．０５＊＊＊ ３．４８８＊＊＊ ４．６１４＊＊＊

样本量 １　６５０　 ２　１６７　 １　６２０　 ２　０８３
拟合优度 ０．１９１　 ０．２３５　 ０．２０２　 ０．２８９

　注：１．社会地位获得模型采用ＯＬＳ估计，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对收入取对数后进行
ＯＬＳ估计。

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６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在经济地位获得
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
正向影响，而父亲社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
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自致性因素中的教育程度
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１年则收入分别
增加６．８％与９．２％。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
影响，党员比非党员的入职收入高出２．５％，但在再分配时期却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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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
份的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
正向影响，多１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２．５％，但在市场主导期对
收入无影响。这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
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社会地位对子代社

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
一步凸现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
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或产
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起到了显
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能得到更高
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异更多表现
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
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进一步比较发现，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

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且
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
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
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
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其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
对入职地位的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对于政治面貌
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
均有更高的回报，表明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
双重地位获得模型，研究的发现有三点。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

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
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
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
第二，求职过程双重地位获得模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先赋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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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更多影响社会地位获得，自致性因素则更多影响经济地位获得，其中
教育水平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

都受体制分割的影响。相对于体制外劳动市场而言，教育程度在体制
内劳动力市场中对地位获得产生更强的影响；与此同时，相对于市场主
导时期，教育程度在再分配主导时期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强。党员身
份在市场主导时期及体制外市场更有收入优势；工作经验仅在体制内
的劳动力市场中为求职者带来更多的入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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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基于２００３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李路路、边燕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 版 社．［Ｚｈａｎｇ　Ｌｉｊｕａｎ．２００７．“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　Ｌｕｌｕ　ａｎｄ　Ｂｉａｎ　Ｙａｎｊｉ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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